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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的文化记忆与地域空间的意象化
———以福建地区为例

陈进国

(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 要:中国传统的堪舆学，涉及到古代中国人对于天文和地理关系的认知，形成了一整套针对中国山川形势的
整体性的、开放性的空间观念体系。风水术数赋予了不同等级的地域空间以整体性的、符号化甚至神话化的文化想象
和象征意义。在针对自然空间的“意象化”过程中，地域社会的自我形象和身份认同也被有效地培植，并逐渐地形塑了
中国传统社会之某些高度共享性的“文化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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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传统“天下观”刺激下，古代中国习惯于从
华夏文明中心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图景，习惯

将自己所绘的天下地图称作“禹贡”“华夷”“舆
地”，从中透露了古代中国关于“天下”“中国”和
“四夷”的一种持续性的世界观念框架。而中国
传统的堪舆学，涉及古代中国人对于天文和地理

关系的认知，亦形成了一套针对中国山川形势的

整体性的、开放性的空间观念体系，诸如影响深
远的分野观念和三大干龙龙脉说，基本上涵盖了

传统中国大致的疆域范围和政治势力范围，从而

为历代王朝的正统性论述平添了一个支柱。堪
舆家关于世界或天下的地理观念谱系，将中国地

理大格局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一定程度上巩
固、强化了以“中国”为文化意象的“空间化”的
认同，并对历代王朝追求“大一统”及“华夷秩
序”的政治运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舆术数赋

予中国不同区域以符号化和象征化的文化意义，

对于地方社会描述区域地理格局的人文特质，并

自我想象区域历史的可能走势，同样是非常关键

的。区域性的城邑及更小单位的人文地景的自
我“意象化”的过程，不仅牵涉到地方治理的意识
形态构建问题，同时形塑了古代中国人对超越现

实的理想世界的“文化意象”①，从而培植了地域
社会的自我形象和身份认同意识，当然也限制了

睁眼看另外的“天下”或“世界”的眼界。

二、莫非王土:堪舆术数与分野观念
的地方化

古代中国立足于“天下观”的文明视野，很
早就一套想象中国与世界的图象的分野体系。
冯时清晰地指出: “古代的占星家认为，天下的
某一区域与地上的某个地域会相互影响，这种

影响是固定和持久的，如果某部分天区内出现

不寻常的天象，这将意味着与这一天区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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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地域将有大事发生，这种为了用星象变化

来占卜每个地方人世的吉凶，而将地上的州、国
与天上的星空区域一一匹配的占星法就叫分

野。”［1］中国古代的分野体系来源于一种最原始
的恒星建时方法，具有诸多不同的形式。最早
的分野形式系以北斗作为一种中介星象，以借

助北杓所指的方向将二十八宿区与地平方位建

立起联系，从而解决了如何将天区与地域合理

配合的难题。［1］分野体系的关键并非是否符合
科学实际，而是它借助一套“天地人同构”的话
语，将内含中国的“天下”( 王朝国家) 的疆域符
号化、意象化、图腾化，从而持续有效地建构了
天下的“神性秩序”。分野体系不仅仅是古代中
国的一种地理学和天文学的观念谱系，而且是

中国精神观念中的一种连续性的巫史传统。
按分野体系涉及到古代中国的统治疆域的

范围，如九州( 《吕氏春秋·有始》、十二州( 《史
记·天官书》) 、十三州( 《淮南子·天文训》、《史
记·天官书》) 等等代表中国的范畴。按《周礼·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
星，以观妖祥”。① 《史记·天官书》曰: “自初生
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 及至五家、三
代，绍而平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

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
月，地则有阴阳; 天有五星，地则有五行; 天有列

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
而圣人统理之。”“地舆之学须通天文”，因区域的
分野还涉及地运变化和地方吉凶走向，更是历代

堪舆家重视的问题，并反复加以论述。
诚如葛兆光所言: “这种‘天下’之所以演成

了古代中国主流思想中的世界图像，当然与古代

中国人的视野、见闻和经验相关，不过，这种视
野、见闻和经验也得到一种来历悠久的整体性的
宇宙空间格局的支持，例如古代流行很广的‘分
野’说，就是把天体上的星宿及其运行轨迹主要
是北斗的指向、二十八宿的空间视位置与岁星运
行的所在，和地面上的区域一一对应，……既然
‘天若斗笠，地如棋盘’，天上的星宿只指示了这
么一些，那么当然‘天下’的区域也只能有这么一
些，至于多出来的只能是‘紫色蛙声，余分闰位’

的羡余小邦，从一开始就没有被上天列入文明的

空间中。”［2］因此，传统的地理“分野”观念是“正
统”观念和“华夷”观念的另一种表达，包含着
“天下”“中国”“四夷”等等的地理世界观，并在
疆域方向涉及了中国的文明边界问题。
传统的“列宿分野”理论( 二十八宿按四方固

定为四片天区，分主十二或十三州) 深刻地影响

了宋代以后的闽人关于区域空间观念的塑造。
各地方官员、士绅还经常根据分野观念，来判断
一个区域在特定时间内的妖祥、吉凶，以知晓天
地变化之根本，把握地域风水形势格局。各种
“封域志”都有州府县的分野记载及吉祸记录。
例如，明嘉靖《建阳县志》卷二《封域志·星野》
称“觇星以察变，尽人以合天，为政者宜知所考
矣”。明《邵武府志》卷一《天文·星野》称“天有
分星，地有分里，一气升沉，相得而各有合为物不

贰也。近观郡国纪载，皆以天道远不言，朱其本
矣。昭昭之我，必垂气于坤，维一撮土之多，必腾
精光于云汉，此又何疑”云云。
宋代以来，福建堪舆家常常将天文分野与地

域自然与人文特征相互关联起来。分野体系和
堪舆术数其实有互补性，都涉及天地的对应和时

空秩序的和谐，这种互补性进一步了刺激了分野

观念的地方化进程，成为一种地方性的民俗知

识。这些观念体系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助
于地方“顺天命”以应时势的变化，也可能导致术
士借妖祥之应来扰乱地方的治理。例如，蔡发论
述了“十二分野即列宿辰次所临之地”问题，强调
“故遇日月之交会、星辰之变异，即以所临之次占
之，或吉或凶，当有知之者矣”。② 直至清代，民间
地理书还有“星宿分野”关系地方人事变动或吉
凶之说。如清代某风水书载: “《汉书》谓二八宿
各诸侯分野，以治地方。譬如秀峰出于巳酉丑
方，必主巳酉丑年生人出仕，主楚赵越地。余仿
此推。”③

堪舆家所用的“通天地之变”的罗盘，至迟是
宋代的产物，亦将周易的八卦学说同分野体系有

机的结合起来。清代乾隆年间闽西童文科《枕中
秘诀书》抄本“二十四山十二宫分野”条曰: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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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保章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
见( 宋) 蔡有鹍辑《蔡牧堂集·星辰篇》，载《蔡氏九儒书》一卷，光绪十三年刊本。
此书乃清代抄本，未有书名，乃长汀罗祖教徒、地理先生WZF( 汀州镇西山下原城隍庙长住) 提供。WZF，民国十五年生，罗祖教徒、风水

先生。访谈时间: 2004年 5月 10日，访谈地点:长汀县汀州镇西山原城隍庙内，是庙已于 2004年下半年被拆。



二十四山，统为十二位，上察太阳行度，下经地理

分野。如子癸同宫，为齐分青州，即今山东青州
府、北海郡、济南府、临淄郡、登州府、东牟郡、莱
州府，东莱郡等处是也。丑艮同宫，为吴越分扬
州，即今浙江杭蘓并南直隶、江西、福建、广东等
处是也。……盖天上有星，地下有矅，各有界限。
世人但知食禄有方，不知风水所致也。卜氏云:
“细看八国之周流，详察五星之变化，嗟天罗网之
用，至此尽矣。”地理之斈，无余蕴矣。在上以经
天，在下以纬地。天禽禽在人，各有所主，苟能消
息阴阳，辨其吉凶，论其情性，安其分野，则天星

立而垣，占山川所产，察人物之差凶，祸福不爽，

鬼神莫逃，造化在于我手矣。
清代《三十六层罗经解名目》( 抄本) ①之“二

十二层九州岛岛分野”条曰:九州岛岛分野，应天
盘正针十二宫合二十八宿。……用法以穿山透
地所推之，子父才官，贵人禄马，金水日月，三奇

八门，落在何方( 按:这些乃术家用来格定山向的

专用术语，也指来龙线路) 。若此方峰峦秀丽，即
以分野推之，则知居官食禄在于何州。但木州群
殊名，昔之群国，今变而为省府县。
我们从区域的堪舆家有关区域“星宿分野”与

风水吉凶关系的描述，多少可以窥见一些中国历

代王朝意识形态的知识构成和文化取向，以及与

底层社会共通共享的知识背景，②构成这种知识背

景的正是一整套有关天人关系和时空吉凶的观念

系谱，如阴阳、岁月、方位、星斗等，以及“华夷秩
序”和“天下观念”等等。而包含这种宇宙论观念
成分的风水术数，有效地提供了一套“城市及其各
部分与神祇和自然力联系起来的象征体系”，［3］并
确立了一种关于统治疆界的文化象征和历史权

利，以便于不断塑造政权的合法性与持续性。
诚如周密《癸辛杂识》后集《十二分野》的批

评是尖锐的，倘若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分野，并仅

仅以毕昂二宿统辖异域各国的问题，“殊不知十
二州之内，东西南北不过绵亘一二万里，外国动

是数万里之外，不知几中国之大”。［4］关于九州分
野和堪舆吉凶的关系的论述，固守着一种天地人

感应的观念体系，一定程度上也混淆了地理空间

与文化空间的差异，限制了地域社会人群“睁眼
看世界”的视野。

三 、龙飞承天:风水与帝都恒局的符号化

在传统中国的思想观念中，中央王朝的疆域

范围和堪舆学所谓“三大干龙”龙脉的延伸区域
是密切相关的，龙脉及地运的观念同分野体系一

样，将土地和国家连成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

牵涉着国运的走向，牵涉着某些区域的兴衰成

败。三大干龙的地域分野，基本涵盖了传统中国
之“本邦”和“内蕃”的范围，并构成了传统中国
疆域的基本势力范围和地理框架。所谓“龙脉”
既是一种不断被形塑的文化记忆，也是一种绵延

不绝的文化记忆，成为塑造中国的“大一统”观念
和“中国”意识的符号之一。
在堪舆家关于中国的想象中，帝都的风水格

局关涉到王朝政权的正统性及延续性的问题，即

江山如何永固的问题。明代福建士人谢肇淛称:
“自周以后，始有堪舆之说，然皆用之建都邑耳。
如《书》所谓‘达观于新邑，营卜瀍涧之东西’，
《诗》所谓‘考卜维王，宅是镐京’者，则周公是第一
堪舆家也。然观天下都会、市集等处，皆倚山带
溪，风气回合。”［5］帝都的空间营造是统治权力的
象征，包括赋予帝都的空间以神圣化，同样成为统

治本身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明代《地理人子须知》( 明刻本) 卷一引理学

家朱子的话称，“河图言昆仑为地之中，中国至于
阗二万里。于阗贡使自言西去四千三百余里即
昆仑。今中国在昆仑东南，而天下之山祖于昆
仑，惟派三干以入中国。其入夷国之山无可考，
亦不足论”。宋代以来关于中国龙脉发源于昆仑
山的论述，树立了昆仑山作为中国“祖山”“圣
山”的崇高地位，自然也强化了中国“居天下之
中”的政治想象。而“夫地理之大，莫先于建都立
国。稽古之先哲王，将营都邑，罔不度其可居之
地，以审其吉凶。……尧舜圣人，其所建立，未必
虑及于风水之说。但圣人之兴，自合造化，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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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县古城镇中都村 HQG提供。HQG，1952年生，风水先生，原为理发匠，初中文化。访谈时间: 2003年 2月 11日和 10月 12日，访谈
地点:中都村 HQG家中。
葛兆光曰:“空间的问题常常可以转换成时间的问题来思考，空间的格局常常支配着思想的框架，像从殷周考古发现的古墓葬结构，到汉唐

考古发现的皇宫与长安遗址，以及一直延续到明清甚至当代的中央都市建筑，从亚形演变到以南北为中轴，两翼平行展开，布局非常整齐的格局，

是否都有古代中国对于天地之像的视野影响。而这种视觉印象是否由于‘奉天承运’而成为古代中国相当多的政治观念的依据?”见( 《中国思想
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 110－111页。



所作，动为法则，风水固不拘，而密协于龟卜，即

天造地设之自然者也。故《易》曰: ‘王公设险以
守其国。’此理固先天地而有，即风水之攸始矣。
予尝稽诸历代建都之地，得正龙之所钟而合天星

之垣局者，则传代多，历年久;非其正龙而不合星

垣者，则皆随建随灭，岂非地理之明征乎。”“是故
风水之说在于地，固有国者所当择。而祸福得丧
之机存乎人，尤有国者所当慎也。”“帝都者，天子
之京几，万方之枢会。于以出政行令，莅中国，抚
四夷，宰百官，统万民，天下至尊之地也。地理之
大，莫先于此。必上合天星垣局，下钟正龙王气，
然后可建立焉。盖在天为帝座星宫，在地为帝居
都会，亦天象地形自然理耳。”
在堪舆家看来，中国三大干龙都有帝都恒

局，其中北龙、中龙的格局更被看好。其实，堪舆
家有关主干龙脉、帝都恒局、城池格局的相关论
述，一则我们不能否认是堪舆家从纯技术的视角

而形成的真诚信仰( 像理学家朱熹的相关论述) ，

另则也受到王朝政治谋求合法性的观念左右，有

为王( 皇) 权进行意识形态背书的神秘色彩。比
如明代万历年间刊行的《地理人子须知》卷一“论
北龙所结帝都恒局”，兼及堪舆学兼和大一统视
角，为明成祖朱棣夺位定都北京的正统地位进行

补充论证，并强调华夷的文明边界:

自昔之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极于金元。然召
公诸侯也，金元乃夷狄杂气，皆不足以当其大。惟
我皇朝，得国之正，同乎尧舜; 拓地之广，过于汉

唐。功德隆盛，上当天心，下乘地气，眞万世不拔
之洪基也。而议者乃谓北太近胡，距塞不二百里，
无藩篱之固，而天子自为守。不知今之四夷，北虏
为急，倏忽来去，边备须严。若畿甸去远而委守将
臣，则非居重驭轻之道矣。故我成祖文皇帝，睿意
建都于此，良谟远猷，岂凡愚之所能及哉! 然当时

未必虑及风水之说，而默契若此，是盖圣王之兴，

动与法合，天地造化，有自然相符之理。昔尧舜禹
三圣之都皆北龙。今我朝畿甸亦北龙，而形胜与
风水法度又皆迈之，宜其驾唐虞，迫二代，全盛如

此，是固我列圣之茂德神功鸿休骏烈之不可及。
然地理之应亦或然也。愚何幸，躬逢其盛。
在堪舆家看来，南干龙所结的帝都垣局仅有

金陵( 南京) 和临安( 杭州) ，加上所谓《晋书·元
帝纪》载秦始皇已破金陵“天子气”，并未被看重。

《地理人子须知》卷一“金陵图”直接称“金陵形
胜虽优，而垣气多泄。两淮龙气大尽，而地势卑
下”，“临安亦天市垣耳。若以形胜论之，则僻处
一隅”云云。堪舆家对于三大龙脉及其优劣态势
的话语构建，某种意义上也是借助帝都格局的问

题来警示地方势力最好不要有非分之想。
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宋以降的地方士绅对

于闽中的风水格局一直有自知之明，比如福建被

视为南龙支脉，并不适合做帝都。明代王世懋在
分析了福州的山川形势之后，就直接明言闽中
“终不能作天子都”，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地方归
顺中央的政治隐喻:

天下堪舆易辨者，莫如福州府。登行省三重
楼，北视诸山罗抱，龙从西北稍衍处过行省，小山

坐其中。乌石、九仙二山东西峙作双阙。其外托
则东山高大，蔽亏日月，大海在其外，是谓鼓山，

朱元晦所书“天风海涛”处也。西山迤逦稍卑，状
若展旗，曰旗山，以配鼓。其前则印山若屏为南
案，似人巧凑泊而成者。然犹未睹水所经宿巳。
登乌石山，望则大小二水历历在目。大江从西南
蛇行方山下，南台江稍近城而行。大江复从南稍
折而东北，南台江水合之，汪洋弥漫，东下长乐入

海。其山水明秀如此。土人犹谓方山稍西俗名
五虎迫视有猛势，以为微缺陷处。然予谓即东方
山而平之，亦终不能作天子都。何者? 愈显则根
愈浅，愈巧则局愈小。省府之南山曰方山，绵亘
数十余里，形甚怪伟，俗名五虎山，数之正浮志言

九龙鼻索之，又不足。①

诚如李泽厚指出的，龙是“权威 /秩序的象
征”。“在‘龙’的权威统治下，社会秩序化、组织
化、等级化，在基本或能保护人们安全的同时，也
带来常规性的和规范性的剥削、压迫、掠夺和侵
害，带来了各种恐惧、忧虑和哀伤，使生命、生活、
生存失去它们本有的自由、活沷和欢欣。于是，
它也同时会带来对这权威 /秩序和规范、统治的
各种反抗。……于是‘龙’飞舞着，历史在历史主
义与伦理主义二律背后的悲剧中继续前行”。［6］

风水术数中的“龙脉”，特别是“天子都”作为大
干龙的结穴处，更是充满着权威或秩序的象征，

而边陲地区的知识精英对地域空间的“自我矮
化”( 不能作天子都) 更是对此权力象征的理性体
认，并催生了一种带有“边陲意识”( 在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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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 王世懋:《闽部疏》，清宝颜堂订正本。



的地域身份认同意识。

四、维龟正之:风水与地方城池
的文化共相

我们从反映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地方史书

中，常见有城池的风水营造活动的各类记述，反

映了一般性的风水知识、观念对于塑造区域空间
观念和人文格局的深远影响。历史文本常常涉
及“箭垛式人物”———堪舆家的文化活动进行集
体想象和话语建构。①

郭璞( 276－324) 被尊为风水理论鼻祖，《晋
书·郭璞传》《世说新语·术解》《南史·张裕
传》等皆有其风水实践的描述。随着北方移民的
入闽及风水知识、观念在地方社会的积淀和生
成，郭璞日渐成为一个“箭垛式人物”。
宋代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记载，晋太康三年

( 282) 严高治郡城时以图咨郭璞，城成，璞著“谣
谶”《迁州记》，述城边形势及“人事更改”，“是宜
城，后五百年大盛”，“千载不杂，世代兴隆。诸邦
万古，繁盛仁风”云云。②

子城

闽越王故城，今府治北二百五十步。晋太康
三年( 282) ，既诏置郡，命严高治故城，招抚昔民子
孙。高顾视险隘，不足以聚众，将移白田渡，嫌非
南向，乃图以咨郭璞。璞指其小山小阜曰:“是宜
城，后五百年大盛。”于是迁焉。唐中和中观察使
郑镒始修，广其东南隅( 先是开城南河，有人得石

记云:“五百年城移东南本地，合出连帅。”逢太康
至是适五百年，闽川名士傅以为陈岩闽人，为连帅

之应。旧记作七百年，文德元年陈岩复修。)
迁州记

桑田为海，人事更改( 洪水浸田，人事多变) 。
旬甲子，当见其害( 六六之数，当见其害) 。
重着衣，周回重载( 见三重墙，复而修之) 。
郑国归朝，重关为待( 东南有水，潮入其音) 。
鸟出木空，千载不昧( 无朱雀山，千年无咎) 。
前有双眉，重施粉黛( 九仙、乌山为之眉，方

山为之黛，是太阴宫也) 。
溪涧水来，尽归于海( 南台有江，出其地户去

也) 。

主揖其客，客住主在( 莲花山、高盖山、方山
相应) 。
稳首东日，高山镇寨( 卯山见高盖为日门，鼓

山为威胆之位) 。
本自添金，因成右兑( 在乾为金佛国，兑赤金

色也) 。
但见蛇影，莫知坐亥( 木行巳街，正坐壬也) 。
事过方知，知而未会( 久后出人，见了方知) 。
龙山高山，光照其代( 建水为阳福之水，光显

朝廷) 。
巧妇能裁，得令人爱( 迁出于巧妇，裁人俱爱

之) 。
若解修心，得其终倍( 云民得慈心，得长寿。

信生阳数，即长龄也) 。
市笼放火，聚集磊磊( 去效为市横山，有赤路

三二，顶峰为火龙) 。
有一老翁，手把竹筒 ( 乾为主阳之位，主山

也。艮山入为主，艮震为苍莨山竹也) 。
重添新宰，在言不在( 云在是乾为主山，云不

在是巫山遮也) 。
铭曰:

泰康之载，迁插瓯基。四色牢城，层峦三径。
洪许南流，瑞龙地应。其主螺女，现对花峰。
千载不杂，世代兴隆。诸邦万古，繁盛仁风。
其城形状，如鸾似凤。势气盘挐，遇兵不馑。
遇荒不掠，逢灾不染。其甲子满，废而复兴。
古渡

旧有人得一石，于城南钓龙台刻云:“按晋太
康三年( 282) ，太守严高图越王山南之西势，以咨
郭璞，云‘方山秀拔于前，二山环峙于后，八百年
后大盛’。谶曰: ‘其间崒兀创危亭，八百年前兆
此名。天降元精如汉佐，岳陶灵气似周臣。中坻
不见客航路，古渡应无病涉人。好是褰裳待今
日，罾浦坊中人挺生。’”年世寖邈，石刻今不复
存。惟故老口传，犹可据云。
明何乔远《闽书》、明黄仲昭《八闽通志》、清

陈云程《闽中摭闻》、清林枫《榕城考古略》亦有
相近文字。写于清乾嘉之际或更后的话本小说
《闽都别记》第八回“周启文献开闽图谶，王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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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适称，古典文学创造了许多“箭垛式人物”，如屈原、包公、关公等。人们借用某些人物作箭靶，将善与恶、忠与奸、智与诈、勇与怯、清
与浊等抽象品质射向他们，以致在靶子上集中了超量的箭簇。见胡适:《〈三侠五义〉序》，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中华
书局，1998年版，第 1038页。
( 宋)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发造城库银”，［7］绘声绘色地编入郭璞卜城之故
事。郭氏堪舆事迹在志书及民间小说中的传布
印迹，堪称是风水一般知识、观念与信仰扎根于
闽中的象征，隐约透露了王朝社会之官方与民间

在观念系谱和知识构成上的“共识”。
郭氏是否卜过城池，已难考订。从《晋书·

郭璞传》的表述来看，“璞中兴初行经越城”，很可
能观察过福州城的形胜，留下一些关涉城址风水

的评述。我们可断严高请郭璞卜城事为非，并不
意味着《迁州记》绝非郭璞所著。从概率学的角
度看，由于历史的不可回溯性，郭璞说与未说过

这些谣谶的概率是相等的。今世堪舆家也常常
对着东家诉说“真实的谎言”。题为郭璞著的谣
谶虽也有可能后人伪托，但在谶纬巫术一向发达

的国度中，“凡事预则立”是社会的普遍信条，这
些有趣的谶语可视为“戏剧话语”，不仅是“在地
化”的汉人在拓殖过程中的借口或动力，更是汉
人追求人地和谐的文化意识的典型记录。辨伪
者若不悟其中“心法”，不关注这些知识生成的思
想背景，强将这种玄虚的文化表达一概诬蔑之为
“伪造”或“虚构”，并不太妥当。宋梁克家曰:
“谶纬，识者不取，然不可以耳目所不接尽废者。”
赵清献作《成都集》记曰: “‘神恠之事，不可以为
教。’书之何也? 吾将以待天下之穷理者也。今
耆旧所传与记籍可考者始载之。”是为公允之论。
我们不能过于纠缠表述者的历史客观性问题，而

忽视了谣谶所象征的另类社会文化真实。
其实，从宋代梁克家记录的种种福州的谣

谶，我们可知时人已借用“天运”的观念来解释这
座福建首府的命运走势 ( 如“八百年后大盛”) ，
并将福州进一步“意象化”为一个“文明之地”，
诸如“建水为阳福之水，光显朝廷”、“诸邦万古，
繁盛仁风”云云。关于福州城池风水的历史叙
事，仍然是在地汉人利用区域空间的象征营造来

构建地域或群体认同的主题，而风水知识和观念

只是汉人培植本土意识和诠释地方历史的一种

资源罢了。无论郭璞卜城说真实与否，通过文
本、舆图、口头叙事等等象征性的编码，有关福建
城池的历史图像，已经存储、内化为一种“神话
化”的历史记忆，却是不争的事实。
宋以来地方精英的文化表述，如梁克家“建

水为阳福之水，光显朝廷”的注释，王世懋“终不

能作天子都，何者? 愈显则根愈浅，愈巧则局愈

小”的判断，以及闽中属于淮海之地扬州南部，
“在吴越之交，其当天文斗牛、虚女之间”的分野
知识系统，其所隐约传递的集体意识，何尝不是

一种有关边陲或周边地区的空间政治观念，以及

诸野内聚的社会族群对中央王朝政治的某种距

离感和安全感呢?

梁克家题福州府治云: “州自严高大相兹土
告卜于晋，乃定宅方位，迄今不移。”应非虚言。
考古学者所绘“福州古代城圈位置变迁图”①，佐
证了古城池变迁深受堪舆卜城传统的深刻影响。
比较明王应山《闽都记》卷首所附“汉冶城图”
“晋子城图”“唐罗城图”“梁夹城图”，可知福州
子城之建置是遵循周人的卜城传统，并影响了唐

罗城( 天复元年王审知创筑) 。
堪舆图宅术在城池营造中的运用历来数不

胜数。几乎各地方的城池空间营造，都被堪舆家
“符号化”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空间，赋予了天地
相应、兴衰吉凶的象征意义，从而强化城池作为
一个区域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合理性，并深化了城

池的历史感、地方感、使命感。在风水观念的刺
激下，古人城池营造的思维是天人交感的思维，

同样具有强烈的模式化、规范化、审美化的倾向，
比如中轴线、四( 八) 方、吉凶祸福、天数、地运等
等概念。诚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讲过: “形法
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

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
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
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

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九州之势、城郭室舍、
人畜器物，都有相似性的“形法”，都是阴阳二气
贯通的生命体。
古代中国这种地理选择的思维，其实是一种

整体性的、有机论的、全息论的空间构造思维。
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山川形势一则是血缘

世系和人体结构的双重模拟，所以有太祖山、宗
山、父母山、少祖山等宗法之论，有祖山、出身、枝
干、行度、枝脚、开帐、缠护、剥换、行止、入首、穴
星等等拟象之说，所以《锦囊经》称“万里之山，各
起祖宗而见父母，胎息孕育，然后成形。是以认
形取穴，明其父之所生，母之所养”云云。城池的
选择遵循的也是“祖宗父母孕育”的道理。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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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人体的骨架，桥梁、水系就是人体的经络，邑
城特别是府衙就是人体的生殖器。我们试举福
建城池的营造略为说明:

( 1) 唐太和三年( 829) ，泉州刺史开凿清渠，
引笋浯二水入泉州城，名天水淮。北宋筑此沟成
南护城壕，曰八卦沟，“古时以八卦瓶埋置于先天
方位。至明弘治十一年( 1498) ，御史张敏开城中
沟，于西南隅掘得大磁瓶，上陶‘巽’字，盖取其方
位之相配，非凿沟如八卦形也”。①

( 2) 后周安溪始令詹敦仁《五代初建安溪县
记》以八卦配天干记本邑之形胜:“矧新邑发冈自
乾、亥而来，转势从辛、兑而入，向丙、巳以奉离明
之化，流寅、甲以伸震迭之威。左环右接，如抱如
怀;前拱后植，若揖若拜。析为四乡一十六里，通
计一邑几三千余户。梓列以图，卜契我龟。”②

( 3) 宋《临汀志》提及术家白鹤仙占汀郡堪
舆之事:“汀州地脉艮来，常二龙过水，石含当是
也。”③“旧传白鹤仙迁郡之初，谓形如斗，令于城
内按斗象掘地为七井，以七星名之。”“白鹤仙云
‘辛兑抱城归巽辰’是也。”因汀州府城沿卧龙山
南面而建，形家将其形胜喝形为“佛挂珠”。［8］

( 4) 明冯梦龙《寿宁待志》曰:“按八宅书，县
治亥龙，其来脉颇厚，宜作壬丙、癸丁之山向，方
合东四宅局。因丙丁向上，正当山夹坳风，约数
丈阔，天生缺陷，故昔日建基为丑山未向，坐靠镇

武，向对翠屏外之形势，森然可观，而来龙未免相

背矣。内宅丑未复兼癸丁一二，东西间杂，尤属
不伦。此皆缘势坐两难，虽形家亦未如之
何也。”［9］

清代杨澜《临汀汇考》卷一《山川考》( 清光
绪四年刻本) 有关汀州郡之“自然地理”特性的文
化表述，可谓富有代表性:

天下之水皆东，汀水独南。南为丁位，以水
合丁，其文为汀，故以名郡。近时又有言，汀府
正当京师正中南度，东西两溪之合正直丙丁者，

大与宛平唐范阳郡地，为幽燕雄镇。天宝之乱，
列郡望风而靡。汀七闽穷处也，蕞尔一城，孓然
于蛮风蜑雨之中，桂海水天，南北万里。今以新
法测望揆之，知其晷度之相同，异地同天，固不

得以闽衣文蛇相嘲也。天地灵异之气，喷礴之

为山川，毓钟之为人物，必阅数十百年，用一呈

露。汀不得称财货乡，独不可为山水郡乎? 杭
董浦乃谓，闽山童赭堆阜，无佛图、仙观，可以恣
游士之眺。陟其水，沸泪淢汩，与石峡咽，进尺
退寻，篙师鼓力，一舟惶骇。许慎以为“人本蛇
种”，魏收以为“鸟声禽呼”，岂通论欤?
我们或许可以将地方精英这类有关本地“山

川灵异”或“异地同天”的地理表述，解读为是对
传统“边陲( 周边) －中心”政治格局的文化确认。
这种藉由堪舆知识而引发的边陲或诸野意识，同

样是一种认同乡土的在地意识。
因此，地方城池的堪舆设置及相应的谣谶、

传说，乃至分野知识，是否也蕴含着入闽汉人在

信守王朝政治的“正统”或“大一统”的基础上，
呈现出了一种有关地域认同的“在地意识”的苏
醒呢? 谣谶、传说、分野背后的文化逻辑，恰恰透
露了边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吾乡吾境的地域认
同和文化自觉，是对本区域的发展历史趋势的深

度的人文关切。这种在地意识也建立在关于区
域宇宙观念的基本准则之上。当然，随着聚族而
居的入闽汉人涉入乡土利益关系逾来逾深时，在

地意识也发酵为一种糅杂着地缘、血缘关系的身
份认同和族群分类观念，从而有效地形塑了一些

地区性的“文化共相”。

五、度地居民:风水与地域空间的意象化

随着风水术数的落地生根，不独都邑、城池，
很多区域的地理空间往往作为一个整体被符号

化了，并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想象和文化意义，

比如关于胜境 /圣境的文化意象。这类文化意象
作为一种地方的历史标识，负载了种种文化记忆

形式，自然有助于塑造地方的历史感和文化感，

甚至是神话化的地方历史，从而培植当地人认同

乡土的文化意识。特别是地理家直接赋予了山
川形势以特定的价值设定和吉凶想象，鼓吹不同

的地理和景观将造就不同的行政布局、人文气象
和区域特质，带有“地理决定论”的色彩，自然也
会影响到当地人的历史心性和行为模式。
明清之际，住锡于江苏茅山及浙江普陀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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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九。
清乾隆《安溪县志》卷一一《艺文上》。
按乾隆《汀州府志》卷三《山川》之“长汀县卧龙山”条曰:“卧龙山在府治后，郡之主山也。环城四面平畴，中突峙此山，偃卧如龙，故名，

又名九龙山，亦名无境山。按旧志云:‘山脉分于赣之宁都虎头山，历石城，过瑞金界石含渡脉，由长龙温地翠峰狮岩，直渡横溪而来。’”



淮右禅师“自浮帆到赣州，携黄公记语，历验诸
记地”，①后来泉州历览五县( 安溪、永春、惠安、南
安、同安) 山水，并浮游至澎湖、台湾等地。其称
泉州“海内共推胜地，此非他岳所得而方”，②“喜
泉州水秀山清，曾得吉地七十二，以为泉人造

福”。淮右禅师记录了这些地区的山川形势之美
恶，并赋予它们以特定的文化意义，形塑出一些

具有区域特征的文化意象。像《清源图》录有《澎
湖总论》《台湾内山总序》《澎湖总图》《台湾内山
图》，描述了台湾的地形地貌及原住民的生活情
况，澎湖的山川形势、地脉走向和兵家布阵等。
明万历二十五年 ( 1595) 之后，泉州府 ( 同安、金
门) 籍的移民开始有规模地开发澎湖，泉州的“峦
头派”风水很早影响到澎湖的墓地、建筑、聚落及
城镇的选择。③ 淮右关于澎湖于福建为南北向，
大山屿红毛旧地乃形胜之地，与清林豪对澎湖峦

头风水的描述相近。④ 著名史家连横还略述了淮
右之书传至台湾情形。⑤

关于澎湖和泉州的地理形胜，淮右展示出他

独特的美学观念。诸如《清源总论》细论了泉州
“胜( 圣) 景”清源山的风水格局，《青牛泉郡歌》
将泉州形胜同当地的文明气象及社会历史趋势

相勾连。
澎湖总论

澎湖为台湾要地，守者必据，攻者必争。其
地土瘠民贫，皆石田也。可容兵万五千人。其中
谷粟所收，足供万人。饮必取给诸台地。其中形
胜之区，莫如红毛旧城。后靠北山，前对罩屿，外
港盘行曲折，又有甘泉供军，敌锋未易入，即失机

宜。敌据平地，亦可自高趋下，长枪劲戟，促之入
海，故守兵特盛也。于福建为南北向，子癸间，海
中是。邂飓风，则中墩屿、狮公礁; 邂三面风者，
则岛埯屿、湾贝屿。凡敌舟在北山屿界、或竹篙
湾界，皆可命水手入水沉舟。盖此二屿与澎湖脉
路相通，下多细沙密石，水行可无碍也。

清源总论

闲说清源薄而无厚，紫帽背而无情，其说荒

诞。清源自溪头乡至柳洋后界几百里，皆清源后
幛，安得为薄? 紫帽原龙，清源龙案，彼中龙自成

结作，自立门户，安有无情之说? 清源郡镇其气

势，并落平洋，故结地特少，又水神皆绕城垣，则

山虽有地，而水源生旺，难得倚为用神。龙山气
深厚，一湾一曲，亦成美构;凭高枕股，亦收众秀，

难可弃也。
青牛泉郡歌

温陵一片不相凡，地旺人才艺。乾冈亥骨自
分明，实称人心情。
宛特回龙艮落势，下头自青翠。犹如青蛇赶

灵龟，万代足光辉。
丁未安城辛兑水，更接连坤位。紫帽尊星庚

土迎，拜相居皇城。
石旬卓立瑞峰秀，宝物家家有。丁未潮成一

带蓝，潮退自东南。
巨门已上相朝应，书生日日盛。风水回挽左

边来，千古永无灾。
尊星癸上如文笔，文武官僚出。公卿将相在

其山，时师醒眼看。
红旗日日庚上置，丁未拢峰起。辛兑员峰接

水迎，人物多知名。
下辇水口重重抱，黄龙辛水到。归未辛兑七

龙行，珍宝日蕃盛。
就中才艺多精巧，吉水重重到。湾湾三拍吉

神方，亦出艺精郎。
武曲西沈百余里，天下搬财至。此水龙来日

里长，镇重无灾殃。
或去或聚或平坦，安城只在板。四山拢布如

人行，今古绝刀兵。
龟蛇相赶似神物，丁水藏深窟。天下凶辰咫

尺疆，此地永□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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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 明) 淮右:《穴证挨指图诀序》，载《淮右师泉郡地理谶图说( 中) 》，清道光年间抄本。
( 明) 淮右:《清源总图》，载《清源图》，清道光年间抄本。
参见刘敏耀《澎湖的风水》，澎湖县立文化中心，1998年版，第 16页。
( 清) 林豪曰:“澎湖屹峙巨浸中，自泉郡清源山发轫，蜿蜒至东南入海，一线隐伏波涛中，穿洋潜渡，至澎之北礁隐跃水面，形如吉字，俗

名北硗;缭绕而南，始浮出水，曰吉贝屿，是过脉处;复伏水中三十余里，至北山屿之瞭望山，起高阜十余丈，周二、三里，是起龙脉起处; 过北山
屿十余里，由中屯屿过峡二里许，特地结一大屿，名大山屿，在澎湖中央，磅礴仑菌，幅员约五百里，厅署、镇营皆在焉。大山屿之中，一山镇峙，
周围四五里，地势独高，名大城山，为厅治少祖。山分四大支，一支出东北，为林投奎等澳; 一支出西南五里，至东西卫澳社，为旧厅治( 文石书
院亦在此) ;又西去五里，至妈宫社( 镇营、厅城、街市俱在此) ，内开一港，为商哨聚泊之所。港口有龟蛇二山，南北拱城，护卫周密，为全澎正
口。所谓险口不得方舟，内溪可容千艘者是也。山之北一支为鼎湾、瓦硐各澳;南一支为嵵里澳一带，联络至风柜尾社，回抱妈宫口与西屿之
内、外堑，形势相倚。此大山屿之胜概也。”( 《澎湖厅志》，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连横《释华右遗书》，载《雅堂文集》卷三，台北古亭书屋影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点校本，1979年版，第 144页。



文武官员无限数，丙上安庚鼓。紫衣穴法连
丁未，山水皆相对。
龙舞跪伏来相朝，卓卓出官僚。五百年来一

小刼，莲花开四叶。
一百年后产英雄，人物更多丰。①

因此，不同地理区块在风水格局上的差异性

特征，有助于塑造出一种具有地方性、整体性的
文化感觉，形塑在地化的文化共相，强化了地方

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地理环境影响区域人
文格局的观念不独为风水家所强调，宋明理学家

亦然。宋代黄干曰:“度地居民，为城邑，为乡井，
其居之安，其生齿阜以蕃，则其山川融结磅礴深

厚，宛委回复，必有可观者。若夫萃为中和，散为
项华，涵濡孕育为哲人才士，则其环伟绝物，必有

大可观者焉。盖人禀阴阳以生，川流山峙，阴阳
之大者，其刚柔厚薄盈虚聚散，宜悉相似也。”②

明清以来，伴随着乡族社会的“文治化”进
程，地方士绅往往对故乡的自然景观进行类型化

和审美化的表述，并形成了一些高度共享性的
“文化共相”，塑造一种清晰可感的故乡形象。③

这种对生活地景之“意象化”过程，有助于将地域
空间整体地升华为一个“文化符号”，从而成为地
方性认同可资凭依的基础。而地域社会正是通
过“空间化”的媒介手段成功地建构故乡之“记忆
的场域”。这些故乡的胜境或圣境，负载了开拓
此域的祖先或乡亲的回忆，也是后来者可资回忆

的“记忆之所”。［10］

当然，这些诗意化的胜境，主要是乡绅等文

化人的主动参与，并融入一般性的风水知识和观

念的内涵，才能有机地整合本地的自然地景和定

居者的历史记忆等要素，从而将普通的地理空间

添加了一层超凡的文化意义。这类文化意象其
实是近世“乡族意识”勃兴的文化后果，是乡族聚
落的“识别地图”，是地方强化身份认同和提升自
身生存质量的凭照。
我们试举两个事例，以期探讨地域社会关于

生存空间的意象化塑造，如何有效地形成了一种

高度共享性的文化形式，并促生各个地方相似性

的“同体感”。因东南地区多丘陵多小盆地的环
境，很容易形成相对独立的定居空间。那些针对

村落地理空间“藏风聚气”的意象化营造，往往寄
托着一种自给自足和耕读传家的农业社会的理

想生活场景，并天然地暗藏着一个带有隐逸色彩

的理想世界的文化符号。
一是据清流《平阳郡巫氏族谱》记载，同治六

年( 1867) ，本族裔孙明经进士候选儒学正堂巫道
南，为巫氏定居的故乡写了“龙溪乡图记”，撰写
了龙溪“八景诗”。其中每一景各写七首诗，并对
八景作了详细地说明:

文峰凌汉: 乡北里五有峰，似笔，凌汉冲霄，

兴祖祠遥对，术家称为文笔峰。
白马横虹:村首澄清桥，旁有石如马，桥若横

虹，因以名景。
云烟古砚:村沙口一山，端员垂象，有时云烟

飞起，雨露常滋，方之古砚，更觉天然。
狮象踞关:水口左右二山，形肖狮象，溪流廻

抱，有重卫之形。
东湖夜月: 东郊有湖，当月明夜，如冰壶悬

镜，玉盘荡珠，堪为名胜。
西寨朝云:西山有鸭脑寨，朝云旭照，路甚崎

岖，当年避寇之所。
北溪流碧: 北村一溪，环如玉带，风翻碧浪，

谷绉绿波，观水者有胜溯廻。
南漳浮岚:南有渔峡龟山，遥看列嶂，四时岚

色，真堪图画。
上述乡绅对故乡山水的意象化和标签化，并

非要打造一个真正的“胜景”，而是借助对故乡的
一种美学化的叙述，来呈现自我对美好生活的理

想之境，其中既表达世俗上的功名追求 ( 文峰凌

汉) ，也含藏着精神上的隐逸情怀 ( 东湖夜月) 。
诗境即心境，“八景诗”本质上是乡族文人对于地
方历史的一种情感化的书写和自我生命的绘画。
二是根据宁化《谯国曹氏族谱》记载，明代嘉

靖年间，曹氏受精通堪舆的邑侯仕仁的指点，在

本乡之喝形“象嘴”的水口建堤，修水口庙，形成
了“前有金腰带后有大象山”的风水格局，使曹氏
世代得以人丁兴旺、居家富庶。为感谢恩公的指
点，还将仕仁配祭在水口庙。水口的自然空间通
常是建构村落的居住空间的自然边界，是村落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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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淮右禅师谶:《清源钟秀记》，抄本复印件。
清乾隆《福州府志》卷二十二《第宅圆亭二》。
关于“胜境 /圣境的文化意象”的思考，可参见石守谦: 《移动的桃花源———东亚世界的山水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

版，第 12－13页。



建自我安全的最后关口。水口是否锁得紧密，藏
风聚气，关系到一个村落的整体性的风水格局，

因此水口的建筑往往也是一个村落除祠堂以外

核心的公共空间，或者种植树木作为自然屏障，

或者兴建桥梁或宫庙作为文化景观。曹氏家族
通过对乡村水口之自然、文化空间的有效改善，
形塑一个“桃花源”式的“胜景”兼“圣境”。这种
文化意象也成为曹氏强化自我归属感的最重要

的文化记忆载体。
总而言之，区域历史中的各类形胜图偈以及

相应的风水人文景观，本身是地域社会族群的无

形的象征资产，是他们界定特定的社会空间界限

的重要文化基础。当地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关
于地方的种种清晰可感的文化意象，并借此反思

这样的认同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和
他们有何差别、我们乡土的地理特性( 或局限性)
在哪里，等等。① 一般性的风水知识、观念，早已
内化为一种地方文化记忆，构成乡民生活世界的

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借用哲学家李泽厚的语言，
中国人借助风水术数对生存空间的“意象化”、
“审美化”和“伦理化”，其实是一个“自然的人
化”，暗藏着一种“天人合一”的神秘的生命创造
的力量，既是“以美启真”，也是“以美储善”，更
是“以美立命”。［11］

六 、结语

中国关于帝都恒局或地方城池的神话化的

历史叙事和象征性的营造，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

于地域空间及其聚居家园的命运思考，有助于形

塑一些高度共享性的“文化共相”及在地化的变
异，以及在心中清晰可感的形象———有关中国或
地方的“文化意象”。而这些文化意象是对超越
现实之理想世界的政治或文化的想象和记忆。
区域历史中的各类形胜图偈以及相应的人文景

观，本身就是地域社会族群的无形的象征资产，

是他们界定特定的社会空间界限的重要文化基

础。当地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关于地方的种种
清晰可感的“文化意象”，并借此反思这样的认同
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和他们有何差

别，我们乡土的地理特性( 或局限性) 在哪里，等

等。一般性的风水知识、观念，早已内化为一种
地方文化记忆，构成乡民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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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彦杰称，“乡”是一种“既外向又内向，既对外扩散又向外聚拢”的灵活机制。( 见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香港国际客家学
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6年版第 116页) 。董晓萍认为客家人的“乡”概念是自我结构的概念、融通的地理概念、文化共享的
观念。“‘乡’被理解为永恒的圣境兼现实的生活空间，也被当做一种超家族、超村落的自发管理行为的实践。它是民众把人文与自然资源合
起来认识社会的独立词，是一个二元式的自为概念”。“风水，又是‘乡’社会概念下面的一个分类概念，它是把家族人口、农业资源和本地民
俗文化合成后，又加以严格地限定使用的一个更小的独立词”。( 见董晓萍: 《田野民俗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89－190 页。
民俗学者关于“乡”( 或乡社会) 的叙述，并未脱离傅衣凌“乡族论”( 乡族社会) 的经典范式。“族”( 包括拟制的) 和“乡”都是分析中国近世以
来的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二者缺一不可，以“乡族”而非“乡”为话语，更能揭示乡土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本质。由于“乡”往往是“族”的等
量或扩大，带有不确定性和伸缩性，“族”是一个更重要的更基础性的分类概念。


